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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钱是明代重要的货币种类，分由京局、地方铸局进行鼓铸。地方鼓铸时兴时废，京局鼓铸则
相对稳定。据 《明会典》《春明梦余录》等史籍记载，明廷在京师设立的铸局分别是工部所属的宝
源局①和户部的宝泉局。②前者明初即有，明成祖迁都北平后，南北两京俱有宝源局③；后者迟至天
启年间方才设立。自从朱棣迁都以降，有明一代，除上述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之外，明廷在京
师是否还设有其他铸局，学界对此的认知并不清晰。④然而据有关档案的记载，明朝还曾设立过 “宝
渊局”进行制钱鼓铸。本文综合各种史料，对宝渊局的设立背景、时间及其隶属衙门等问题进行初
步探讨，冀以丰富人们对于明代货币金融制度的认识。
一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中的宝渊局
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记载了明
代曾设有宝渊局这一信息。该档案登录号为 “０３８６６９６－００１”；原件图版见于张伟仁主编之 《明清
档案》第一册⑤；录文则收入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题
作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⑥据该档案记载：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七月二十六日，工部左侍郎
叶初春与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李迎晙向摄政王多尔衮上书，为应对京城钱价上涨，请求颁行内库所
藏前代当五制钱与常钱，并另行铸造当二制钱。启本封面朱批：“新铸制钱每七文作银一分，前代
旧钱照常行使。其当五、当二俱不必行。如民间原有当二钱，向经通行者，亦听照旧。”⑦ 《清实录》
对此事亦有记载：“工部侍郎叶初春以新铸制钱七文作银一分，钱价日增，民未称便。请颁行内库
旧铸当五钱，并铸当二制钱以济民用。不允。”⑧两种史料均有记载，可证此事不虚。
虽然两种史料同记此事，不过与 《清实录》的记载相较，“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的记载
更为详尽。据该档所记，“当五制钱鼓铸颇多，前朝曾经给发守城员役，为犒赏等项之用”；又记，
“今当五制钱宝渊、宝泉、宝源三局鼓铸”。⑨除了叙及当时钱价上涨、鼓铸所费工价等具体内容之
外，还记录了前朝当五制钱鼓铸、使用的一些情况，且提及了 “宝渊局”。
宝泉、宝源二铸局分别隶属于户部与工部，在史籍中之记载亦为详细。该档案中与此二局同时
记载的宝渊局，其他一般史籍未见记载，学界对此亦闻所未闻。而据该件档案的记载，宝渊局与户
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一样，应是当时负责鼓铸制钱的一个铸局，并曾铸有当五制钱。
二　明季当五制钱
如前文所述，宝渊局曾铸有当五制钱。那么，“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所涉及的这批当五
制钱，就成为考察宝渊局的一个重要线索。
明代曾多次鼓铸当五制钱。据 《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时即曾铸有当五制钱，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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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命户部及行省鼓铸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其中就包括当五钱。⑩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
（１５４４年） “造嘉靖通宝钱，依洪武折二、当三、当五、当十式”。瑏瑡然而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
本”所记之当五制钱并非洪武、嘉靖年间所铸。据该档所记，这批当五制钱是由 “宝渊、宝泉、宝
源三局鼓铸”。而户部宝泉局设于天启初年。因此，这批当五制钱铸造的时间不会早于天启年间。
那么这批当五制钱是否为天启年间所铸呢？天启年间确曾铸有大钱。李清 《三垣笔记》中曾记
“闯贼抵彰义门，其军师宋矮子 （名献策，河南人）初云此行观兵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楼上
忽坠一天启大钱，宋矮子喜曰：‘此一当五用也，破京师兆，可急攻。’放一大炮，而城角遂倒”。瑏瑢
若据此记载天启年间似曾铸有当五大钱。但此事并非李清亲见，所记之事且具传说性质，不足为
凭。另据 《明实录》所载，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年），应蓟辽总督王象乾之请，于两京、各省设铸局鼓
铸大钱。此次所铸大钱分别为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并无当五之等。瑏瑣此外，虽然天启年间曾经鼓
铸大钱，但在天启五年就因行使不便而停铸，瑏瑤并旋即回收销毁，改铸小钱。瑏瑥因此 “工部左侍郎叶
初春等启本”中所记之当五制钱并非天启年间所铸。
明朝这批当五制钱的铸造时间既然不早于天启年间，又不是天启年间所铸，那么其铸造时间只
能是在最后的崇祯一朝了。可奇怪的是，据 《明史·食货志》所载，“（崇祯）末年敕铸当五钱，不
及铸而明亡”，瑏瑦崇祯当五制钱并未铸成。清代所修 《钦定续文献通考》亦同此说。瑏瑧实际上 《明史》
《钦定续文献通考》崇祯年间未曾铸造当五制钱的记载并不正确。目前存世的崇祯制钱中便有崇祯
通宝当五钱。瑏瑨彭信威认为这是 “史书的错误和遗漏”。瑏瑩细检史料，崇祯当五制钱的鼓铸经过并非无
史可稽。据痛史本 《崇祯长编》所载，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年）十一月 “行当五钱，并增炉广铸”。瑐瑠
同书崇祯十七年正月甲午条载，“钱法侍郎王鳌永疏奏钱法。帝言当五钱久已奉旨，如何尚未鼓铸？
监督官着罚处。据称工部炉仅十座，冶铸曷资。着即传各局刊造母钱，进览；一面多购炉座，雇募
匠役，精工铸造。不得再延取咎。”瑐瑡可见早在崇祯十六年底明廷即议行当五钱，但因故迟至十七年
正月间当五钱仍未开始鼓铸。另据谈迁 《国榷》的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庚午 “谕户工部右侍郎王
鳌永□□□铸当二当五钱”。瑐瑢同月丙子，“户部右侍郎王鳌永屡疏请缨。上以始鼓铸，未允”。瑐瑣综上
可知，崇祯当五钱实际铸造的时间应该始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中所记
载的这批内库藏明代当五制钱应是铸于这一时期。
崇祯当五制钱开始铸造的次月即有 “煤山之变”。在此之前这批当五制钱曾否使用？清人著
《钱币考》云：“崇祯钱……有铸监字五字，疑即当五钱，盖铸而未行耳。”瑐瑤据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
等启本”所记，“当五制钱鼓铸颇多，前朝曾经给发守城员役，为犒赏等项之用”。瑐瑥而其他一些史料
中也有此时发钱与守城将士的记载。《明季北略》载崇祯十七年三月 “辛丑，各城门分设红衣大炮，
给守门兵人黄钱一百”。瑐瑦 《国榷》中亦记同月甲辰 “兵饷久缺。仅人给百钱。无不解体”。瑐瑧上述文
献中所记分发守城将士的兵饷中之一部分就应来自这批新鼓铸的当五制钱。据此可知这批新铸当五
制钱确曾使用，并非 “铸而未行”仅仅贮藏于内库。
现存崇祯当五钱钱面为 “崇祯通宝”四字，钱背款式则分为三品：一背右 “监”字，左 “五”
字；一背右 “户”字，左 “五”字；一背右 “工”字，左 “五”字。瑐瑨崇祯时期所铸制钱钱背多铸有
纹字，或记星纹，或记天干，或记铸地、铸局，或记折值等等，花样繁多。瑐瑩崇祯当五制钱钱背左侧
“五”字应为记钱值——— “当五”。右侧之 “户” “工”等字则应指代铸造该钱的铸钱局。背 “户”
字钱当为户部宝泉局所铸，背 “工”字钱应为工部宝源局所铸。同理，背 “监”字也应是 “纪所铸
之地”。瑑瑠据今人研究，现存崇祯当五制钱仅有此三款。瑑瑡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所记这批当五
制钱由 “宝渊、宝泉、宝源三局鼓铸”。既然 “户”“工”两款已经分属 “宝泉”“宝源”二局；那
么，背 “监”字当五制钱则应是该档所记之 “宝渊”局所铸造，而且，钱背上的 “监”字也应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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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宝渊局所隶属之衙门。因此就要进一步考察这个宝渊局到底是属于明朝的哪个系统。
三　崇祯末年铸大钱之背景与宝渊局设立
关于宝渊局设立的具体情况，还需先从崇祯末年鼓铸 “当五”等大钱的背景来进行考察。
崇祯末年鼓铸大钱的同时，还有发行宝钞的计划。瑑瑢据 《明史·食货志》载：“崇祯末，有蒋臣
者申其说 （指行用宝钞），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瑑瑣崇祯末年
鼓铸大钱并非独立事件，而与这次发行宝钞的计划密切相关。当时力主行钞的户部尚书倪元璐认为
“欲钞之行，先须广铸”，瑑瑤 “颁钞法即宜颁钱法”。瑑瑥蒋臣更建言 “其十三省，皆令各布政司开局鼓
铸”。瑑瑦力主行钞的官员同时也认为行钞需同时铸钱，这是因为时人悉知 “从来钞法与钱法相副而
行”，瑑瑧即发行宝钞需要有相应的制钱作为储备以供兑换，否则宝钞就无信用可言，也就不能正常通
行。为此崇祯十六年十月，依倪元璐所荐，明廷启用主张行钞的王鳌永为 “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
并任其 “提督二部钱局钱法、钞法。责令清厘局商蠹弊，疏通钱钞，如办理有效即行优叙”。瑑瑨鼓铸
制钱需要铜料，而当时产铜的两广、四川、陕西、河南、云贵等处因战乱等原因筹办困难，这就使
得鼓铸制钱的数量无法满足行钞的需要，瑑瑩为此只能另寻他法，例如通过收买民间私铸的劣钱、废铜
来筹措铜料。瑒瑠另外制造宝钞所需的工料花费亦巨，最后只好以 “收杂小钱，更铸大钱”的办法加以
应付。瑒瑡于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谕令，“行当五钱，并增炉广铸”。瑒瑢另据 《国榷》的记载，崇祯十
七年二月庚午，崇祯帝谕令王鳌永铸当二当五钱。次日即 “停钞法”。瑒瑣可知发行宝钞的计划虽然暂
停，瑒瑤但鼓铸大钱的计划则继续进行。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崇祯末年鼓铸 “当五”等大钱，实际上是
当时施行钞法计划的一部分。当施行钞法因故无法进行时，通过鼓铸大钱来挽救财政危机，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
通过上文对崇祯末年鼓铸大钱的背景的考察，可知这次鼓铸大钱一度是为了配合当时发行宝钞
的计划。既然据 《国榷》的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同时鼓铸当二、当五两种大钱，瑒瑥 而现存的背
“监”字制钱也只有当二、当五两品，瑒瑦则可知崇祯背 “监”字当五、当二制钱应同铸于此时，也就
是崇祯十七年二月。瑒瑧那么仅参与此次鼓铸大钱的宝渊局，应是为此事而专门设立的。由此说来，宝
渊局的设立也与崇祯末年计划施行钞法有关。
崇祯背 “监”字制钱为宝渊局所铸，则宝渊局所隶属之衙门应与 “监”字相关。有明一代称
“监”字的衙门有国子监、瑒瑨钦天监、瑒瑩上林苑监，瑓瑠以及属于宦官系统的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
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等 “十二监”。瑓瑡据 《明史·职
官志》的相关记载，国子监、钦天监和上林苑监的执掌与制钱的鼓铸均不相涉。然而现今亦有学者
认为崇祯背 “监”字制钱为上林苑监所制。瑓瑢故而，关于明末上林苑监是否曾参与铸钱的问题仍需进
行讨论。虽然西汉时曾设上林三官铸五铢钱，看似上林苑监与铸钱业务有某种渊源，但是明代上林
苑监的执掌与铸钱无关。明代上林苑监的地位不高，且在崇祯时期上林苑监多是官员贬谪之处，瑓瑣将
鼓铸制钱这样重要的事务交予地位低下的上林苑监似无可能。综合而言，这一观点很难成立，崇祯
背 “监”字制钱为上林苑监所制的可能性不大。
如此，明末参与制钱鼓铸，且与 “监”字相关的衙门只可能是属于宦官系统的 “十二监”中的
某监了。宦官衙门 “十二监”的性质较为特殊。明代皇帝多宠信宦官，因此宦官衙门的执掌并不仅
限于服务宫廷，同时也包括执行其他重要业务的职能。例如，明代制造火器的王恭厂即隶属于宦官
系统。瑓瑤明代宦官权重，一些得到皇帝信任的太监甚至可以监管财政。崇祯时就有太监张彝宪总理
户、工二部，“名曰户工总理”。瑓瑥户、工二部直接与制钱鼓铸相关。既然有此先例，那么崇祯末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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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让宦官监掌鼓铸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实在施行钞法的计划中，宦官系统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崇祯十六年开始计划行钞时，崇祯
帝就曾特设内宝钞局督造宝钞。瑓瑦从 “内宝钞局”这一名称来看，它极有可能隶属于内监的宦官系
统。据 《春明梦余录》所记：“内宝钞局言造钞宜用桑穰二百万斤，旧例采取北直、山东、河南、
浙江诸处。分遣各珰催督内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价银，户部请以北新关税银二万抵之。……又
五城御史言，钞匠除现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瑓瑧另据痛史本 《崇祯长编》崇祯十六年十月
丁丑条所记 “太监王德化请造钞物料。诏令户工二部察照旧例，分派省直速办。王德化请造钞工
役。帝言：‘造钞急需匠役，着该部责令五城上紧召募一千五百名’。”瑓瑨可以发现，《春明梦余录》所
记之内容恰与痛史本 《崇祯长编》的记载相合。据此可知，这个内宝钞局的负责人就是司礼监太监
王德化，瑓瑩也就是说，这个内宝钞局实际上隶属于王德化任职的司礼监。
据此推测，同样作为施行钞法计划一部分而设立的宝渊局，也极有可能与内宝钞局一样，隶属
于司礼监。瑔瑠当五制钱背后的 “监”字，正与 “司礼监”的 “监”字相对应。
通过前文的考证与分析，可知崇祯末年的大钱鼓铸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与崇祯施行钞法的计划
密切相关。“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中所涉及的当五制钱即是在这一时期所鼓铸。该文件中所
记载的 “宝渊局”，也应是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间为计划施行钞法、鼓铸制钱而新设立的铸局。因
其铸有背 “监”字当二、当五制钱，以及当时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参与施行钞法的计划，故而宝渊局
极有可能隶属于司礼监。宝渊局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前后仅有数月，这也是宝渊局为其他文献所
失载的重要原因，而清初档案 “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启本”为此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与根据。
此外仍有一些与宝渊局相关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例如，在计划施行钞法的过程中为何需要在
户、工二部原有的铸钱单位之外另立新局？宦官系统与户、工二部在发行宝钞的计划中具体的分工
如何？发行宝钞计划与鼓铸大钱对当时的社会有何影响？这些与宝渊局相关的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
的探索。
注释：
①③ （万历）《大明会典》，卷２，《吏部·官制一·京官》；卷３，《吏部·官制二·南京官》，《续四库全书》第７８９册影印万历内府
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６页下、第８０页下。
②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３８ 《户部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６８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７１页上；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２６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６２页下。
④学界对此问题多从史籍的记载，而未见新获。如李宪章的 《明清北京宝源局宝泉局及钱作旧址考》中绘有 “明、清北京的钱局、
作厂分布简图”，其中也只有户、工二部的宝泉局和宝源局。张诗波的硕士学位论文 《明代铜钱铸造之研究》关于明代京师铸局
的内容均从史籍所载，只提及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此外，目前一些关于明代货币金融的论著也大多如此，并未明确提出除
了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之外的其他京师铸局。参见李宪章：《明清北京宝源局宝泉局及钱作旧址考》，《中国钱币》１９９２年第
２期，第２３－２５页；张诗波：《明代铜钱铸造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１３页；侯厚培：《中国货币
沿革史》，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版；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萧清： 《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唐石父主编：《中国古代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高英民：《中国古代钱币》，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⑤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一册，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６年版，第Ｂ８９－Ｂ９１页。
⑥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三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２１１页。
⑦⑨瑐瑥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工部左侍郎叶初春等谨启，登录号：０３８６６９６
－００１。
⑧ 《清世祖实录》卷６，顺治元年七月辛亥，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１页上。
⑩ 《明太祖实录》卷３１，洪武元年三月辛未，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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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明世宗实录》卷２８２，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辛酉，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５４８３页。
瑏瑢 （明）李清撰，顾思点校：《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８页。
瑏瑣瑏瑤瑏瑥 《明熹宗实录》，卷１３，天启元年八月戊戌；卷６４，天启五年十月辛卯；卷７１，天启六年五月己未，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６８９—６９２、３０１６、３４４２页。
瑏瑦瑑瑣瑒瑨瑒瑩瑓瑠瑓瑡瑓瑤瑓瑥张廷玉等撰：《明史》，卷８１，《食货五》；卷７３，《职官二》；卷７４，《职官三》；卷３５０，《张彝宪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６９、１７８９、１８１０、１８１３、１８１８—１８１９、１８２１、７８２７页。
瑏瑧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考》，第２６２页下。
瑏瑨崇祯通宝当五钱的图版可参见马飞海总主编，叶世昌、王裕巽等主编：《中国历代钱币大系》第５册·元明货币，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４５、３４７、３６８页。
瑏瑩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４４０页。
瑐瑠瑐瑡瑑瑦瑒瑢瑓瑩 《明实录附录·痛史本崇祯长编》，卷１，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乙卯；卷２，崇祯十七年正月甲午；卷１，崇祯十六年十一
月丁丑；卷１，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乙卯；卷１，崇祯十六年十月丁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第３９、７４、６、３９、７页。
瑐瑢瑐瑣瑐瑧瑑瑥瑒瑣瑒瑥 （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１００，崇祯十七年二月庚午、崇祯十七年二月丙子、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
卷９９，崇祯十六年九月甲寅；卷１００，崇祯十七年二月庚午、辛未；卷１００，崇祯十七年二月庚午，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
６０２４、６０２８、６０４１、５９９１、６０２４—６０２５、６０２４页。
瑐瑤 《钱币考》，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４４页。
瑐瑦计六奇著，魏德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２０，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４８页。
瑐瑨参见王锡棨编：《货泉汇考》卷１０ 《明正品》，中国书店１９８８年版，不注页码。
瑐瑩崇祯制钱背纹之具体分类可参见唐石父：《中国古钱币》，第３３３—３４１页。
瑑瑠丁保福编：《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５９页。
瑑瑡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４４０页；高英明：《中国古代钱币》，第２８２页。
瑑瑢关于崇祯末年施行钞法一事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订史事或对其进行评价，鲜有将同一时期铸造大钱的情况与之联系起来
进行讨论。参见蔡予新：《明崇祯末年的行钞计划》，《中国钱币》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３２－３５、４３页；叶世昌：《明末蒋臣建议行
钞始末》，《中国钱币》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３４－３６页；黄阿明：《崇祯末年行钞过程考述》，《兰州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１３５
－１３７页；王宇谦：《崇祯末年重行钞法始末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０－７４页。
瑑瑤 （明）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９，《胪陈生节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９７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４
页上。
瑑瑧瑑瑩 （明）孙承泽辑，裘剑平点校：《山书》卷１７，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２页。
瑑瑨 （明）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９，《鼓铸大计疏》，第２９９页下。《国榷》崇祯十七年二月癸亥条记：“王正志、王鳌永为户部
左右侍郎。鳌永总理钱钞。”据倪元璐此疏可知，谈迁记王鳌永任户部右侍郎总理钱钞的时间有误。查东邨八十一老人著 《明季
甲乙汇编》所记，崇祯十七年二月癸亥 “升户部左右侍郎王正志、王鳌永”。则又可知谈迁之误或从此出，误将提升王鳌永等人
官秩视为新任此职务。而升王鳌永则是如倪疏中所言 “如办理有效即行优叙”之故。另张宗祥校点本 《国榷》崇祯十七年二月庚
午条记 “谕户工部右侍郎王鳌永□□□铸当二当五钱”。又检 《国榷》钞本，此处有约三字之空白。据倪元璐此疏可知王鳌永此
时为总理钱法应身兼户、工二部侍郎之职。因此此处似应无脱文。见 （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 《国榷》卷１００，第６０２２、
６０２４页；（明）东邨八十一老人：《明季甲乙汇编》卷１ “崇祯十七年二月癸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３３册，影印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旧钞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２９页上；（明）谈迁：《国榷》，“崇祯十七年二月庚午”，《续修四库全书》第
３６３册影印清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３０页下。
瑒瑠见 《痛史本崇祯长编》卷１，“崇祯十六年十月戊子”、“十一月庚戌”，第９—１０、３２页；（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
９９，“崇祯十六年十月壬申”，第５９９５页。
瑒瑡 （明）钱穉农 《甲申传信录》卷３ 《大行骖乘·文臣》，《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１９册，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钞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８页上。
瑒瑤 《钦定续文献通考》言崇祯末年行钞法因 “御史白抱一疏谏，阁臣蒋德璟力言不可。自九月执奏至明年二月乃得旨罢之”。然据
《国榷》的记载，当时虽然停行钞法，但为印制宝钞而收买的桑穰等物料依旧命令输往京师。此外，据白抱一奏疏所言：“暂停目
前，俟寇患平息小民丰乐然后举未晚。”所以，发行宝钞的计划在当时只是暂停而非放弃。参见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１０
《钱币考》，第２３６页上；（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１００，“崇祯十七年二月辛未”，第６０２５页；（明）孙承泽辑，裘
剑平点校：《山书》卷１７，第４６３页。
瑒瑦背 “监”字制钱当二、当五两品之图版见马飞海总主编，叶世昌、王裕巽等主编：《中国历代钱币大系》第５册·元明货币，第
　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１２１　 －
３６８页。
瑒瑧彭信威认为崇祯当二、当五等大钱 “不是同时铸的”，可见此说并不确切。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４４０页。
瑓瑢如戴建兵认为 “背 ‘监’字当为上林苑监所铸”，然而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指出依据。见戴建兵：《中国货币文化史》，第
１３０页。
瑓瑣参见 《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卷１０，“崇祯十年四月乙巳”，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３０３页；《明实录
附录·崇祯长编》卷１６、６２，“崇祯元年十二月壬寅”、“崇祯五年八月壬午”，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
９２１、３５８９页。
瑓瑦瑓瑧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３８ 《户部四》，第５８５页下、第５８６页上。
瑓瑨据 《明史·陈新甲传》记 “新甲……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王德化尤昵。”陈新甲被诛之时为崇祯十五年。又据 《甲申传信录》
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 “司礼监王德化率内员三百人迎于 （德胜）门外。”可知此时王德化为司礼监太监。参见张廷
玉等撰：《明史》卷２５７ 《陈新甲传》，第６６３８页；（明）钱穉农：《甲申传信录》卷１ 《睿谟留憾》，第２３７页下。
瑔瑠此外亦有另种可能：因据前引 《国榷》的记载，崇祯十七年二月谕令铸造当五钱与停止钞法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则宝渊局有可能
是在停行钞法之后，内宝钞局的延续。即其由原本的造钞局改制变为铸钱局，并得新名 “宝渊局”。但无直接材料佐证，故暂存
此说以备后考。
（作者郭丛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３６１００５）
（责任编辑　赵增越）
【新书简讯】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出版
北京大学教授欧阳哲生著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２０１８年６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以时间为经，国别
为纬，从教会与使团的视角，详细论述了元、明、清 （１８４０年以前）三朝，西方传教士与使团来往
北京的路线、在京居住与生活等情况，探讨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中，“西方元素”是如何深刻地
嵌入到北京城市文化中，并重点研究了传教士等西方人眼中的 “北京经验”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从诞生到延续的整个过程。该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历史档案的充分利用，尤其在涉及
明、清两朝相关内容时，大量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文献，如 《清代中
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以资证史。
该书进一步深化了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拓展了国际汉学研究的视野，充实了北京学与北京史的
理论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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